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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质量改善效果
评价

张佳文１，祁　 帆２，张定祥２，邹　 立３，袁承程１，∗

１ 中国农业大学土地科学与技术学院， 北京　 １００１９３

２ 中国国土勘测规划院， 北京　 １０００３５

３ 环江毛南族自治县绿色食品发展站， 河池　 ５４７１９９

摘要：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战略实施已超 １０ 年，适时开展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质量改善效果评价，对生态功能区政策实施、发

展与完善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构建生态质量改善效果评价理论框架，综合运用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ＤＰＳＩＲ）模型、
ＩｎＶＥＳＴ 模型和障碍度模型等方法，依据中国陆域生态基础分区并以县域为评价单元，评价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 ４２８ 个国家首批重点

生态功能区县的生态质量改善水平，并利用障碍度模型识别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质量改善障碍因子。 研究结果：（１）总体而

言，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质量提升水平整体较高，生态质量提升为“高”“中”水平等级的区县数量占国家重

点生态功能区区县总数的 ８６．４５％，六大生态区生态质量提升水平高低次序为东南生态区＞长江及川滇重点生态区＞黄河重点生

态区＞西北生态区＞青藏高原生态区＞东北生态区。 （２）浑善达克区、阴山北麓区和桂黔滇喀斯特区的生态环境质量、林地占比

或草地占比等有较为显著的提升，塔里木河区、三峡库区的夜间灯光指数增大，植被覆盖度和净初级生产力降低明显，生态系统

压力增大。 （３）产业发展驱动、湿地政策响应、植被覆盖状态、生物栖息功能和人口承载压力是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质量

改善的主要障碍因子。 研究结果可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环境质量建设提供参考依据。
关键词：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质量评价；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ＤＰＳＩＲ）模型；ＩｎＶＥＳＴ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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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ａｒｅ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ｏｂｓｔａｃｌｅｓ ｔｏ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Ｋｅｙ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Ｚｏｎｅｓ． Ｉｎ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ｃａｎ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ａｓｉ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Ｋｅｙ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Ｚｏｎｅ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ｋｅｙ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ｚｏｎｅｓ；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ｏｒｃｅ⁃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Ｓｔａｔｅ⁃Ｉｍｐａｃｔ⁃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ＤＰＳＩＲ） ｍｏｄｅｌ； ＩｎＶＥＳＴ

２０１０ 年国务院印发《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旨在保护和修复生态环境、提供生态产品，同时辅以适当的

保护和治理措施，发展不干扰主体功能定位的产业，开启了按主体功能、分区域科学开发与管控国土空间的进

程。 重点生态功能区以生态环境保护为功能定位，发展建设涉及区域经济、环境、人文等多重因素［１］，首批共

涵盖 ２５ 个生态功能区和 ４３６ 个县级行政单位。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设立与政策实施不仅对不同类型生态

功能区经济发展均起到了促进作用，助力实现“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双赢［２］，还明显改善了大气、生态、水
质等环境质量［３］。

生态环境效应是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重要研究内容［４］，国内外学者分别从生态质量监测、生态系统服

务价值评估、生态系统质量改善评价等角度展开研究。 Ｌｉ 等［５］、许杰等［６］ 通过计算空气质量指数或利用

ＰＭ２．５等指标表征，掌握生态转移支付政策下县域空气质量改善情况，探究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设立对空气质

量的影响。 刘慧明等［７］定量分析了 ２５ 个重点生态功能区在实施转移支付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时空分布格

局及其变化特征，发现整体呈明显增加趋势。 Ｚｈａｎｇ 等［８］ 综合景观结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和生态系统稳定

性，评价了 １９９０—２０１９ 年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生态系统质量改善效果；刘冰等［９］ 从生态功能、生态结构和生

态压力 ３ 个方面，采用综合指数法，对河南省大别山水土保持生态功能区的生态状况进行动态监测与评价。
总体来看，现有研究多侧重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某种生态系统质量或某项功能的监测和评估，而对国家层

面的生态质量改善效果总体评价研究仍相对匮乏，存在研究区域分散、评价指标体系不全面以及方法创新性

不足等问题，亟需从宏观尺度出发，统筹社会和生态两方面，在评估框架和方法上不断推陈出新。
目前生态评价的主流方法是基于模型构建指标体系［１０—１２］，主要有数据包络分析模型［１１—１２］，压力⁃状态⁃

响应模型（ＰＳＲ）及其衍生模型［１３—１４］等。 ＰＳＲ 模型于 １９９４ 年由 ＯＥＣＤ 提出，随着 ＰＳＲ 模型研究与应用的不断

深入与发展，学科领域中衍生出多种改进 ＰＳＲ 模型，如“双三角”ＰＳＲ 模型［１４］、ＰＳＡ 模型［１５］以及驱动力⁃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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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影响⁃响应（ＤＰＳＩＲ）模型［１６—２１］，后者近年来运用更为广泛。 ＤＰＳＩＲ 作为一个因果框架，系统地总结了人

类与自然环境之间的互动和关系，具有完整性、连续性和可操作性的特点。 该模型不仅反映了社会经济发展

和人类行为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还反映了人类行为及其产生的环境状态对社会的反馈。 该模型广泛运用于生

态系统评价［１７，２０］、环境脆弱性评价［１８］及生态修复项目建设评价［２１］等领域。
鉴于此，本研究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为研究区域，基于 ＤＰＳＩＲ 模型构建指标评价体系，评价国家重点

生态功能区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的生态质量改善效果，并探究阻碍生态质量提升的影响因素，从而为完善国家重点

生态功能区生态保护政策提供科学支撑。

１　 研究区域与数据处理

１．１　 研究区概况

研究选取首批重点生态功能区县级行政区为研究对象，评价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质

量改善效果。 基于研究可行性、数据可获取性以及行政区划调整情况，最终将研究区县由首批的 ４３６ 个缩减

至 ４２８ 个，共涉及 ２５ 个重点生态功能区（图 １）。 根据自然资源部印发的《中国陆域生态基础分区（试行）》，
将研究区划分为六大区域：黄河重点生态区、长江及川滇重点生态区、东北生态区、东南生态区、西北生态区和

青藏高原生态区，每个区域的重点生态功能区组成情况见表 １。

图 １　 研究区范围

Ｆｉｇ．１　 Ｓｃｏｐ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１．２　 数据来源与处理

研究数据来源主要包括：（１）２０１０ 年、２０２０ 年 ２ 期土地利用覆被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

数据平台（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ｒｅｓｄｃ． ｃｎ ／ ），分辨率为 ３０ｍ。 （２）２０１０ 年、２０２０ 年 ２ 期夜间灯光指数、植被覆盖度、
ＮＤＶＩ、人口密度等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数据平台（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ｒｅｓｄｃ．ｃｎ ／ ），分辨率为 １ｋ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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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０１０ 年、２０２０ 年 ２ 期净初级生产力数据，来源于 ＮＡＳＡ ／ ＵＳＧＳ 的 ＬＰＤＡＡＣ 数据库（ｈｔｔｐｓ： ／ ／ ｌｐｄａａｃ． ｕｓｇｓ．
ｇｏｖ ／ ），分辨率为 ５００ｍ。 （４）２０１０ 年、２０２０ 年 ２ 期生态环境质量、土壤质地和 ＰＭ２．５数据，来源于国家地球系统

科学数据中心（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ｇｅｏｄａｔａ．ｃｎ），分辨率为 ３０ｍ。 （５）２０１０ 年、２０２０ 年 ２ 期 ＤＥＭ 数据来源于水经注软

件，分辨率为 ３０ｍ。 （６）第三产业增加值来源于各省、市、县的统计年鉴。

表 １　 六大生态区的重点生态功能区组成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Ｋｅｙ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Ｚｏｎ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ｉｘ ｍａｊｏｒ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ｚｏｎｅｓ

生态区名称
Ｎａｍｅ ｏｆ ｔｈ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ｚｏｎｅｓ

重点生态功能区组成（编号）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Ｋｅｙ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Ｚｏｎｅｓ （Ｎｏ．）

重点生态功能区简称
Ａｂｂｒ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Ｋｅｙ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Ｚｏｎｅｓ

区县数量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ｓ

ａｎｄ ｃｏｕｎｔｉｅｓ

黄河重点生态区
Ｙｅｌｌｏｗ Ｒｉｖｅｒ ｋｅｙ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ｚｏｎｅ 黄土高原丘陵沟壑水土保持生态功能区（２５） 黄土高原区 ４５

长江及川滇重点生态区 三峡库区水土保持生态功能区（１） 三峡库区 １４２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ａｎｄ Ｓｉｃｈｕａｎ⁃ 大别山水土保持生态功能区（７） 大别山区

Ｙｕｎｎａｎ ｋｅｙ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ｚｏｎｅｓ 川滇森林及生物多样性生态功能区（９） 川滇森林区

武陵山区生物多样性与水土保持生态功能区（１１） 武陵山区

秦巴生物多样性生态功能区（１７） 秦巴区

东北生态区 三江平原湿地生态功能区（２） 三江平原区 ６２

Ｎｏｒｔｈ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ｚｏｎｅｓ 大小兴安岭森林生态功能区（８） 大小兴安岭区

长白山森林生态功能区（２１） 长白山区

东南生态区 南岭山地森林及生物多样性生态功能区（４） 南岭山地区 ６４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ｚｏｎｅｓ 桂黔滇喀斯特石漠化防治生态功能区（１０） 桂黔滇喀斯特区

海南岛中部山区热带雨林生态功能区（１３） 海南岛雨林区

西北生态区 呼伦贝尔草原草甸生态功能区（５） 呼伦贝尔区 ６１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ｚｏｎｅｓ 塔里木河荒漠化防治生态功能区（６） 塔里木河区

浑善达克沙漠化防治生态功能区（１２） 浑善达克区

科尔沁草原生态功能区（１６） 科尔沁区

阴山北麓草原生态功能区（２２） 阴山北麓区

阿尔泰山地森林草原生态功能区（２３） 阿尔泰山地区

青藏高原生态区 三江源草原草甸湿地生态功能区（３） 三江源区 ５４

Ｑｉｎｇｈａｉ⁃Ｔｉｂｅｔａｎ ｐｌａｔｅａｕ 甘南黄河重要水源补给生态功能区（１４） 甘南黄河区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ｚｏｎｅｓ 祁连山冰川与水源涵养生态功能区（１５） 祁连山区

若尔盖草原湿地生态功能区（１８） 若尔盖区

藏东南高原边缘森林生态功能区（１９） 藏东南区

藏西北羌塘高原荒漠生态功能区（２０） 藏西北羌塘区

阿尔金草原荒漠化防治生态功能区（２４） 阿尔金区

由于各项指标数据的精度不同，采用 ＡｒｃＧＩＳ 空间分析模块中的分区统计工具，按县域单元对栅格数据进

行信息提取，取县域平均值作为 ４２８ 个区县各个指标的属性数据。 最后，运用均值法获得县域数据的指标有

人口密度、夜间灯光指数、生态环境质量、植被覆盖度、净初级生产力、土壤侵蚀敏感性和生境质量指数。 林地

占比、草地占比、湿地占比则基于土地利用覆被相关面积数据计算得出。

２　 研究方法

２．１　 基于 ＤＰＳＩＲ 模型的指标体系构建思路

自 ２０１０ 年印发《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划定国家首批重点生态功能区，以达到生态环境保护和功能区

经济水平提升的双重目标以来，各地相继实施环境保护政策，进行生态补偿和产业扶持，推进基础公共服务设

施建设，提升地区生产总值水平；然而，虽然有人口迁移政策缓和重点生态功能区的开发压力，但是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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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社会建设形成的经济建设驱动力势必导致人类活动压力增大，主要体现在夜间灯光指数上升和人口密度增

大两个方面，这可能会对生态系统的生态环境、植被覆盖和系统生产力等状态施加压力，造成一定的消极影

响，进而削弱生态系统的各项功能，如空气净化、生物栖息和水土保持功能等等，从而影响社会系统的稳定；生
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改变则要求人类为促进可持续发展制定的积极政策［２２］，如合理完善林地、草地和湿地等各

类生态用地的结构，这是对压力、状态、影响层状况的反馈，也旨在缓解生态系统状态改变对社会系统造成的

消极影响，有助于进一步提升生态系统的质量。 基于上述分析，参考相关文献［１６—２１］，结合 ＤＰＳＩＲ 方法，本研

究构建了基于 ＤＰＳＩＲ 模型的生态质量改善效果评价理论框架，如图 ２ 理论框架所示。 采用 ＤＰＳＩＲ 框架体系，
并在该模型基础上进行优化与设计，分为以下 ５ 个维度：经济建设驱动、人类活动压力、生态系统状态、生态功

能影响、生态政策响应。

图 ２　 基于 ＤＰＳＩＲ 模型的生态质量改善效果评价理论框架

Ｆｉｇ．２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ＤＰＳＩＲ ｍｏｄｅｌ

ＤＰＳＩＲ 指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ｏｒｃｅ⁃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Ｓｔａｔｅ⁃Ｉｍｐａｃｔ⁃Ｒｅｓｐｏｎｓｅ）模型

经济建设驱动（Ｄ）层反映经济发展状况对生态功能区建设的驱动作用。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战略旨在

减轻生态压力的同时促进当地的经济建设与发展，群众整体收入水平提高可在一定程度上增加生态系统修复

的投入，第三产业增加值的提高能够保障当地的经济能力并促进各项生态保护措施的实施，故选取“第三产

业增加值”来表征经济建设的正向驱动作用。
人类活动压力（Ｐ）层反映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施加的压力。 人口密增大会增加生态系统被破坏的可能

性，夜间灯光污染对植物的生长和代谢有影响，人口密度和夜间灯光指数的增加会对生态系统功能的实现产

生障碍，故选取“人口密度”和“夜间灯光指数”表征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施加的压力。
生态系统状态（Ｓ）层反映生态系统质量和服务功能及其相关承载力水平。 生态环境质量能够反映生态

环境对人类生存及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适宜程度，植被覆盖状况能够反映林地资源数量和绿化水平，净初级

生产力状态可以表示生态系统所有植物的固碳能力，同时也体现了重点生态功能区提供生态产品的能力。
“生态环境质量”“植被覆盖度”“净初级生产力量”三个指标能够说明生态系统的质量在经济建设驱动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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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活动压力下是否得到改善。
生态功能影响（Ｉ）层反映系统所处的状态对人类或者生物所产生的影响。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改变将

影响水土保持效果、空气质量和生物栖息地的环境质量，进而影响人类和其他生物的生活环境。 因此，选用

“土壤侵蚀敏感性”“ＰＭ２．５”和“生境质量指数”来表征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影响作用。
生态政策响应（Ｒ）层反映的是人类制定积极（用地）政策以响应促进重点生态功能区建设。 政策实施的

载体是生态用地的数量和质量，质量水平能够通过生态系统状态和功能得到反映，故用“林地占比”“草地占

比”和“湿地占比”来表征地方政府协调生态用地数量做出的努力，这是对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建设做出的积

极响应。
对于选取的指标，采用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的差值表征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质量在不同时期的改善情况，

以便消除气候和地理条件对评价结果的影响。 此外，运用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系数检验，得出 １２ 个指标之间相关系

数最大为 ０．６２５，不存在强共线性关系，指标体系设计如表 ２ 所示。

表 ２　 基于 ＤＰＳＩＲ 模型的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质量改善效果评价指标体系

Ｔａｂｌｅ ２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 ｉｎ ｋｅｙ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ａｒｅａ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ＤＰＳＩＲ ｍｏｄｅｌ

目标层
Ｔａｒｇｅｔ ｌｅｖｅｌ

准则层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 ｌｅｖｅｌ

指标层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ｌｅｖｅｌ

具体指标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指标解释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属性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ｓ

准则层权重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

ｌｅｖｅｌ ｗｅｉｇｈｔｓ

指标权重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ｗｅｉｇｈｔｓ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
态质量改善效果评价

经济建设驱动（Ｄ） 产业发展驱动
第三产业增
加值

第三产业创造的新增价值和固
定资产的转移价值

＋ ０．０６９２ ０．０６９２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人类活动压力（Ｐ） 人口承载压力 人口密度 区域总人口与总面积的比值 － ０．０６９９ ０．０３６６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环境干扰压力 夜间灯光指数 表征人类活动的夜间灯光数据 － ０．０３３３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Ｋｅｙ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生态系统状态（Ｓ） 生态环境状态 生态环境质量

生态环境对人类生存及社会经
济持续发展的适宜程度

＋ ０．３９４２ ０．１６０９

Ｚｏｎｅｓ
植被覆盖状态 植被覆盖度

植被在地面的垂直投影面积
占比

＋ ０．１２２６

系统生产状态 净初级生产力
植物固定的总能量除去其自身
呼吸消耗的部分，反映固碳能力

＋ ０．１１０８

生态功能影响（Ｉ） 水土保持功能
土壤侵蚀敏
感性

区域土壤侵蚀数量的多少和侵
蚀的强烈程度

－ ０．２９９７ ０．１０２４

空气净化功能 ＰＭ２．５
直径小于或等于 ２．５μｍ 的悬浮
颗粒物

－ ０．０６７４

生物栖息功能 生境质量指数
反映区域生境的破碎程度以及
对生境退化的抗干扰能力

＋ ０．１２９９

生态政策响应（Ｒ） 林地政策响应 林地占比 林地面积占地区区域面积比例 ＋ ０．１６７０ ０．０６６４

草地政策响应 草地占比 草地面积占地区区域面积比例 ＋ ０．０５２４

湿地政策响应 湿地占比 湿地面积占地区区域面积比例 ＋ ０．０４８２

２．２　 部分指标处理与计算

（１）土壤侵蚀敏感性指数计算

土壤侵蚀敏感性指在自然状况下发生土壤侵蚀的潜在可能性及其程度［２３］，可反映生态功能区的土壤保

持功能。 参考前人研究［２４—２５］，基于 ＲＵＳＬＥ 通用土壤流失方程中降雨侵蚀力、土壤可蚀性、地形起伏度和植被

覆盖度因子，综合 ＤＥＭ、土壤质地、全国年降水和 ＮＤＶＩ 等数据，结合 ＡｒｃＧＩＳ，通过重分类、栅格计算器加权计

算获得各区县的土壤侵蚀敏感性度指数。 其中土壤侵蚀敏感性指数计算公式如下：

ＳＳｉ ＝
４ Ｒ ｉ×Ｋ ｉ×ＬＳｉ×Ｃ ｉ （１）

式中，ＳＳｉ 为土壤侵蚀敏感性指数；Ｒ ｉ 为将降雨侵蚀力；Ｋ ｉ 为土壤质地因子；ＬＳｉ 为地形起伏度；Ｃ ｉ 为植被覆

盖度。
（２）基于 ＩｎＶＥＳＴ 的生境质量指数计算

生境质量指数通过 ＩｎＶＥＳＴ 的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Ｑｕａｌｉｔｙ 模块计算，用到土地利用数据、胁迫因子数据、胁迫源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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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生境类型对威胁的敏感性等数据。 参考前人研究成果［２６—２９］，将林地、草地与水体定义为生境，耕地、建设用

地和未利用地受人类活动干扰程度较大的定义为非生境，即影响生境的胁迫源（因子），并确定胁迫因子的最

大威胁距离和权重，以及不同土地覆被类型的生境适宜性对胁迫因子的敏感程度。
２．３　 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质量改善效果评价方法

加权综合评价法可以综合考虑各个具体指标对评价因子的影响程度，把各指标的作用大小进行综合，具
体计算步骤如下：

（１）数据标准化

Ｚ ｉｊ ＝
ｘｉｊ－ｍｉｎ ｘｉｊ

ｍａｘ ｘｉｊ －ｍｉｎ ｘｉｊ
　 　 正向指标 （２）

Ｚ ｉｊ ＝
ｍａｘ ｘｉｊ －ｘｉｊ

ｍａｘ ｘｉｊ －ｍｉｎ ｘｉｊ
　 　 负向指标 （３）

（２）确定指标权重

采用德尔菲法和层次分析法结合进行指标打分，确定准则层和指标层的权重。 在对各项指标进行专家打

分的过程中，选取 １２ 位打分专家，通过匿名问卷的形式进行意见的收集，统计得分的平均值作为判断矩阵的

元素，最终得到判断矩阵的随机一致性比率符合精度要求，指标权重计算结果见表 ２。
（３）综合指数计算

Ｓ ｊ ＝ ∑
ｎ

ｉ
Ｚ ｉｊｗ ｉ （４）

式中，Ｓ ｊ 为评价因子的值；ｗ ｉ 为指标权重；Ｚ ｉｊ为指标的规范化值；ｎ 为评价指标的个数。
最后，利用“自然断点分级法”对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质量改善水平进行分级评定，将生态质量改善

水平分为高（０．４９７—０．６３３）、中（０．４０５—０．４９７）、低（０．２６３—０．４０５）３ 个等级。
２．４　 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质量改善因子障碍度模型

除了对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质量改善效果评价分级，还需进行障碍因子判断，以便有针对性地提升生态

系统质量。 采用障碍度模型［３０］诊断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质量提升障碍因素，其公式为：

Ｍｉｊ ＝
Ｉｉ × Ｊｉｊ

∑
ｎ

ｉ ＝ １
（ Ｉｉ × Ｊｉｊ）

× １００％ （５）

式中，Ｉｉ ＝ｗ ｉ，Ｊｉ ＝ １－Ｚ ｉｊ，Ｊｉｊ表示与高水平生态质量的差距，Ｍｉｊ为各单项指标对生态质量改善提高的障碍度。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重点生态功能区单项评价指标分析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质量改善效果评价单项指标变化情况如图 ３ 所示。
经济建设驱动因子。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长江及川滇重点生态区第三产业增加值增幅最显著，其次是东南生

态区，青藏高原生态区和东北生态区增长幅度较小，其中东北生态区的东宁市、江源区和安图县第三产业增加

值甚至有所降低。 基于学者对东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现有研究，变化原因可能与该地区经济失速、人口流

失以及经济发展困境有很大关联［３１—３２］。
人类活动压力因子。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东南生态区人口密度增加较大，其次是黄河重点生态区和西北生态

区的部分区域，青藏高原生态区人口密度也有一定程度增大，而人口密度降低最显著的是长江及川滇重点生

态区，人口承载压力得到极大缓解。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夜间灯光指数增量大的区域集中在黄河重点生态区、东北

生态区和东南生态区，青藏高原生态区夜间灯光指数普遍降低。 此外，西北生态区的图木舒克市、莎车县等多

个位于塔里木河区的区县夜间灯光指数增幅较大。
生态系统状态因子。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浑善达克区、阴山北麓区和科尔沁区的生态环境质量提高最显著，其

９２７９　 ２１ 期 　 　 　 张佳文　 等：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质量改善效果评价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图 ３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５—２０２０ 年各项指标变化程度

Ｆｉｇ．３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ａｎｄ ２０１５—２０２０

次是桂黔滇喀斯特石漠化防治区，而东北生态区和西北生态区生态环境质量降低明显。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黄河

重点生态区植被覆盖度增量最显著，其次是川滇森林区，平均增量分别为 ７．７２％ 和 ４．７１％，阿尔泰山地区和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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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木河区植被覆盖度降低明显，平均降低了 ３．３９％。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净初级生产力增加最显著的是东南生态

区，其次是黄河重点生态区，而大小兴安岭区、三峡库区和塔里木河区净初级生产力降低明显。
生态功能影响因子。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西北生态区、东北生态区、黄河重点生态区东部和青藏高原部分区域

土壤侵蚀敏感度增幅较大，而其他区域土壤侵蚀敏感度呈现降低趋势，其中长江及川滇重点生态区降低最为

明显。 长江及川滇重点生态区的 ＰＭ２．５降低最显著，空气质量明显改善，其次是青藏高原生态区和东南生态

区。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生境质量得到明显改善的区县分布在青藏高原生态区、西北生态区东部和长江及川滇重

点生态区，其他生态区生境质量指数变化不显著。
生态政策响应因子。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林地占比增加较大的有浑善达克区和阴山北麓区，平均增量分别为

０．３４％、０．１６％，降低最明显的是科尔沁草原区，林地占比减小 ０．７３％，该地区林地减少可能与修建交通道路、
采矿与开垦草地等行为有关。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草地占比增加较大的有桂黔滇喀斯特区、黄土高原区和科尔沁

区，其中增加显著的区县有青河县和紫云县等，草地占比分别增加了 １２．４２％和 １２．０７％，东北生态区草地占比

普遍降低，平均降幅达到 ２．５５％；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湿地占比增加显著的有青藏高原生态区和西北生态区，二者

平均增幅分别为 ０．８５％和 ０．５０％，其中民乐县、格尔木市、改则县湿地占比增加最明显，分别达到 ４．６１％、
４．４８％和 ４．３８％，秦巴区和川滇森林区部分区县湿地占比相对降幅较大，显著的有石泉县和康县，降幅分别为

０．１３％和 ０．０９％。
３．２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质量改善效果总体评价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质量改善效果等级如图 ４ 和表 ３ 所示。 总体情况来看，我国重

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质量改善效果整体水平表现较好，可见生态转移支付、生态补偿等生态保护政策已略有成

效。 其中等级“中”的区县数量最多，共有 ２２３ 个，占比 ５２．１０％，等级“高”的区县共有 １４７ 个，位列第二，占比

３４．３５％，水平等级低的区县仅有 ５８ 个，占比 １３．５５％。

图 ４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质量改善效果分等级空间分布

Ｆｉｇ．４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Ｔｈ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Ｋｅｙ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Ｚｏｎｅｓ ｉ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ｓｅｐａｒａｔｅｌｙ

从空间特征来看，生态质量改善效果等级表现出明显地域分异性：高水平的区县主要集中在黄河重点生

态区、长江及川滇重点生态区、东南生态区和西北生态区的东部，低水平的区县主要分布在东北生态区和西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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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区的塔里木河区。 对于生态质量改善效果水平“高”的区县数量占比情况，最高的是南岭山地区，占比达

到 ６５．７９％，其次是黄土高原区，占比为 ４２．２２％，同时该区域也是生态质量改善效果水平“中”的区县数量占比

最高的生态区；生态质量改善效果水平“低”的区县数量占比最高的是大小兴安岭区，占比达到 ４３．５５％，其次

是塔里木河区，占比为 ２９．５１％。

表 ３　 分区统计不同等级水平的区县数量对比

Ｔａｂｌｅ ３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ｓ ａｎｄ ｃｏｕｎｔｉｅｓ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ｅｖｅｌｓ

六大生态区
Ｓｉｘ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ｚｏｎｅｓ

重点生态功能区（简称）
Ｋｅｙ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Ｚｏｎｅｓ （ａｂｂｒ．）

不同等级水平的区县数量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ｓ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高 Ｈｉｇｈ 中 Ｍｉｄｄｌｅ 低 Ｌｏｗ 总计 Ｔｏｔａｌ

黄河重点生态区
Ｙｅｌｌｏｗ Ｒｉｖｅｒ ｋｅｙ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ｚｏｎｅ 黄土高原区 １９ ２６ ０ ４５

长江及川滇重点生态区 三江平原区 ０ １ ６ ６２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ａｎｄ Ｓｉｃｈｕａｎ⁃Ｙｕｎｎａｎ 大小兴安岭区 ０ ９ ２７

ｋｅｙ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ｚｏｎｅｓ 长白山区 ０ １９ ０

东北生态区 秦巴区 ２０ ２６ ０ １６８

Ｎｏｒｔｈ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ｚｏｎｅｓ 三峡库区 １２ ２１ ０

大别山区 ０ １５ ０

武陵山区 ０ １ ０

川滇森林区 １８ ２９ ０

桂黔滇喀斯特区 ２４ ２ ０

东南生态区 南岭山地区 ２５ ９ ０ ３８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ｚｏｎｅｓ 海南岛雨林区 ０ ４ ０

西北生态区 呼伦贝尔区 ０ ２ ０ ６１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ｚｏｎｅｓ 浑善达克区 １２ ３ ０

阿尔泰山地区 ０ １ ６

科尔沁区 ５ ６ ０

阴山北麓区 ４ ２ ０

塔里木河区 ０ ２ １８

青藏高原生态区 祁连山区 ５ ８ ０ ５４

Ｑｉｎｇｈａｉ⁃Ｔｉｂｅｔａｎ ｐｌａｔｅａｕ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ｚｏｎｅｓ 三江源区 ０ １８ ０

甘南黄河区 ３ ７ ０

若尔盖区 ０ ３ ０

藏东南区 ０ ３ ０

藏西北羌塘区 ０ ５ ０

阿尔金区 ０ １ １

３．３　 障碍因子诊断

诊断出指标层的障碍因子如表 ４ 所示。 总体来看，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前 ５ 位限制因子障碍度从高到

低分别为产业发展驱动（１１．９％）、湿地政策响应（１０．１１％）、植被覆盖状态（８．３１％）、生物栖息功能（８．０３％）和
人口承载压力（７．９％）。 根据当前重点生态功能区的发展现状，以上因素障碍度排名靠前的原因可归结于三

个方面：其一，西部地区发展缓慢，特色旅游业和生态产业的发展正处于起步阶段，而中东部重点生态功能区

虽能具备充足的资金发展绿色产业，但由于具有较高工业化水平且人口密度大的特点，限制开发的机会成本

也随之升高，总体来说重点生态功能区第三产业发展驱动力的提升并不显著［３３］；其二，我国对于湿地保护的

严格执行开始较晚，例如三江平原湿地，为满足持续增长的农业发展需要，该区域的大量湿地通过开垦转为耕

地［３４］，其湿地面积在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间仍呈现缓慢减少的趋势，近年来通过建立湿地自然保护区和湿地公园

才得以遏制［３５］，湿地保护政策响应任重道远；其三，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设立虽能促进部分地区（如西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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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区）的经济增长，但对环境质量的改善作用并不明显［４］，并且 １９９５—２０２０ 年间重点生态功能区生境质量逐

年下降［３６］，使得植被覆盖状态和生物栖息等功能的改善仍存在较大的障碍。 空气净化功能和环境干扰压力

整体障碍度较低，说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设立明显提升了空气环境质量［５］并缓解了环境压力。

表 ４　 六大生态区域生态质量改善效果评价指标层障碍度 ／ ％

Ｔａｂｌｅ ４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 ｉｎ ｓｉｘ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ｚｏｎｅｓ

生态区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ｚｏｎｅｓ

指标层障碍度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ｏｂｓｔａｃｌｅｓ ａｔ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ｌｅｖｅ

产业发
展驱动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ｄｒｉｖｅ

人口承
载压力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ｃａｒｒｙｉｎｇ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环境干
扰压力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生态环
境状态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ａｔｅ

植被覆
盖状态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ｖｅ
ｓｔａｔｅ

系统生
产状态
Ｓｙｓｔｅｍ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ｅ

水土保
持功能
Ｓｏｉｌ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空气净
化功能
Ａｉｒ

ｐｕｒｉｆｙｉｎｇ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生物栖
息功能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林地政
策响应

Ｗｏｏｄｌ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草地政
策响应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湿地政
策响应
Ｗｅｔｌａｎｄｓ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黄河重点生态区
Ｙｅｌｌｏｗ Ｒｉｖｅｒ ｋｅｙ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ｚｏｎｅ

１２．１１ ７．８７ ６．５９ ６．２２ ６．４７ ５．９８ ７．７２ ５．００ ８．００ ７．１１ ７．１８ １０．３７

长江及川滇重点生
态区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ａｎｄ
Ｓｉｃｈｕａｎ⁃Ｙｕｎｎａｎ ｋｅｙ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ｚｏｎｅｓ

１１．００ ７．３０ ６．０５ ６．０１ ８．３１ ８．３１ ５．８６ ３．９３ ７．７７ ７．１９ ７．１２ １０．６６

东北生态区
Ｎｏｒｔｈ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ｚｏｎｅｓ

１２．３７ ７．８２ ６．０１ ９．６０ ９．６６ ７．３７ ９．１１ ４．９３ ９．３１ ７．６９ ８．５６ １０．０１

东南生态区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ｚｏｎｅｓ

１１．０５ ８．３７ ６．２１ ３．７４ ８．００ ５．７７ ５．０３ ４．４６ ７．９３ ７．５５ ６．８５ １０．７７

西北生态区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ｚｏｎｅｓ

１２．１６ ８．０６ ５．８０ ５．６０ ８．８７ ８．９４ ８．２５ ６．５２ ７．５５ ７．１８ ７．２２ ９．８４

青藏高原生态区
Ｑｉｎｇｈａｉ⁃Ｔｉｂｅｔａｎ
ｐｌａｔｅａｕ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ｚｏｎｅｓ

１２．７３ ７．９９ ５．５２ ５．９０ ８．５４ １０．２１ ６．４５ ３．６６ ７．６４ ７．２３ ７．４９ ９．００

平均值 Ａｖｅｒａｇｅ １１．９０ ７．９０ ６．０３ ６．１８ ８．３１ ７．７６ ７．０７ ４．７５ ８．０３ ７．３３ ７．４０ １０．１１

从六大生态区的障碍因子横向对比分析发现，６ 个生态区前两位障碍因子几乎趋同，分别为产业发展驱

动和湿地政策响应。 青藏高原生态区有略微差异，其第 ２ 位障碍因子是系统生产状态因子，湿地政策响应因

子排在第 ３ 位。 对于不同生态区其第 ３—５ 位障碍因子特征各异。 黄河重点生态区第 ３—５ 位障碍因子分别

是生物栖息功能、人口承载压力和水土保持功能，说明退耕还林等生态修复措施虽然对黄土高原植被覆盖度

带来明显改善［３７］，但在生境质量和水土保持方面仍然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 同时该区域人口密度并没有减

小的趋势，还需重视缓解人口压力对生态的影响。 长江及川滇重点生态区第 ３—５ 位障碍因子是植被覆盖状

态、系统生产状态和生物栖息功能。 结合数据发现，三峡库区水土保持区是产生以上障碍因子的主导生态功

能区，该区域受三峡工程的影响生态敏感脆弱，２０１０ 年以来生态质量才有轻微改善，植被覆盖度和生态系统

生产力水平提升缓慢，生境质量不高［３８］。 东北生态区植被覆盖状态、生态环境状态、生物栖息功能障碍度排

在第 ３—５ 位。 研究发现，长白山林区延吉市中部、珲春市西南部、和龙市东南部等地植被退化程度相对较强，
这可能与盲目开垦、城市用地扩张、旅游资源开发等因素造成植被破坏有关［３９］。 东南生态区第 ３—５ 位障碍

因子中人口承载压力障碍度最为突出，城市和建制镇扩张迅速、人类活动压力急剧增大一直是该区域影响生

态建设的重要障碍因素，亟需采取管控措施抑制城镇过度扩张。 除黄河重点生态区外，西北生态区第 ３—５ 位

障碍因子中也包含了水土保持功能因子，这是区别于其他生态区的明显特征。 该生态区的水土保持功能障碍

度较大可能跟阴山北麓草原区严峻的土壤侵蚀状况有关，人为毁坏、开荒、掠夺式放牧、开发矿藏资源等是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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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土壤侵蚀的重要因素［４０］。 青藏高原生态区的系统生产状态成为既产业发展驱动之后的最大障碍因子，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青藏高原生态区存在土地过度开发建设的问题，建设用地占用耕地程度在持续加强［４１］。 该生

态区生态系统生产力下降，固碳功能减弱，亟待严格的建设用地增量管控措施来保证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

态系统健康状态的稳定。

５　 讨论

研究基于 ＤＰＳＩＲ 模型，采用综合指数法计算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的生态质量改善水平指数，了解

各生态功能区和不同生态区域的生态质量改善情况。
２０１０ 年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设立以来，生态质量得到不同程度的提升，生态系统状态和功能向好发展。

其中，东南生态区、长江及川滇改善程度普遍较高，说明生态转移支付、生态补偿、产业扶持等政策对生态质量

改善的效应最显著，这与侯孟阳等［４］研究得出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设立后西南和长江中下游及东南地区

的生态功能区实现了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共同提升结论一致。 此外，黄河重点生态区的生态质量改善也居于

中高水平，植被覆盖和生产力状态有较大程度的改善，这与 Ｚｈａｎｇ 等［８］的研究结果一致。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

区域经济发展势头迅猛，人口密度和发展建设压力也要引起必要的重视，应在改善生态质量、发展绿色产业的

基础上，适当采取人口转移或用地管控措施，进一步缓解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造成的压力。
东北生态区、西北生态区和青藏高原生态区等生态质量改善水平有限，主要体现自然环境脆弱、生态改善

乏力以及生态经济发展缓慢等诸多方面，这些区域的重点生态功能区相关政策对生态质量改善的正向效应似

乎并不显著。 侯孟阳等［４］研究表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政策效应在不同的功能区类型及不同的地理空

间上存在异质性，例如，对于防风固沙型及西北地区仅促进了经济增长，但对环境质量的改善作用并不显著，
这说明生态功能区建设不能一蹴而就。 因此，对于生态质量改善水平较低的区域，应继续响应各项生态保护

政策并落实，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主导，最终实现生态质量改善水平的跃升。
本研究利用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各项指标的差值，虽然可以快速、高效地评价生态系统质量改善效果，缺点是

无法观察这一期间生态质量的具体变化趋势；此外，本研究仅分析了首批国家生态功能区的生态质量改善情

况，没有深入探究生态质量的改善是否是受到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相关政策的影响。 因此，后续研究可以增

设若干个时间节点，并选取适宜的对照组，采用典型的政策效应检验方法—双重差分法，进一步探析国家重点

生态功能区的政策效应对生态质量提升的影响。

６　 结论

（１）总体而言，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质量提升水平整体较高，生态质量提升为“高”
“中”水平等级的区县数量占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区县总数的 ８６．４５％；根据“高”水平区县占比大小，六大生

态区生态质量提升水平高低次序为东南生态区＞长江及川滇重点生态区＞黄河重点生态区＞西北生态区＞青藏

高原生态区＞东北生态区。
（２）从单项指标变化来看，浑善达克区、阴山北麓区和桂黔滇喀斯特区的生态环境质量、林地占比或草地

占比等有较为显著的提升；塔里木河区、三峡库区的夜间灯光指数增大，植被覆盖度和净初级生产力降低明

显，生态系统压力增大；大小兴安岭区草地占比和生境质量均有不同程度下降，同时土壤侵蚀敏感度增大，水
土流失风险升高。

（３）从指标层障碍度来看，产业发展驱动、湿地政策响应、植被覆盖状态、生物栖息功能和人口承载压力

是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质量改善的主要障碍因子；系统生产力状态和水土保持功能因子作为次要障碍因

子，因地理位置差异产生不同的影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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